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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及其消解

易显飞

摘 要 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导致人生命自然属性的减弱和“技术—社会”属性
的增强，关于其伦理正当性问题的相关论争正在持续发酵。进行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伦

理风险主要包括：生命个体遭遇安全风险，将给整个人类群体的基因安全性造成不可估量的

风险；基因编辑对人类生命的筛选、编辑、修改，使生命的进化过程俨然变成一个技术选择

过程，这种人工改造对人类的生命尊严形成新的挑战；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使基因编辑扮演

了将生命价值商业化的不光彩角色。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增强技术的广泛使用，带来的将

是基因层面的社会阶层化，并形成新的优生学和另外一种形式的价值偏差。通过更迭伦理观

念，重新抉择价值顺序，将相关伦理规范法制化，并强化科研共同体道德责任培育，可对因人

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产生的伦理风险进行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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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物技术在医学领域应用的不断增加，医学治疗方式得以不断创新。基因编辑技术当前正处

在蓬勃发展阶段，与此技术相关的议题都在持续酝酿、发酵之中。“贺建奎事件”引发了社会大众尤其是

学界对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及相关实验的共同关注，其本人也因为“基因编辑婴儿实验”被《自然》杂

志列为 2018 年度“影响世界的十大科学人物”。可以说这一事件导致谴责之声此起彼伏，学者表示震惊，
相关部门则快速划清界线，表示事先不知情以撇清责任。实际上，“贺建奎事件”发生之前，对生殖细胞

基因编辑带来的生物危害和伦理风险就已引发了学界的忧虑，部分学者也尝试构建生殖细胞基因编辑

研究的相关规范，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讨论并制定出原则性框架。本文拟在学界关于人类生殖细胞基

因编辑及其伦理问题已有探讨的基础上，尝试分析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生殖细胞而引发的伦理

困境，通过提出适当的方式对其伦理风险进行消解，让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

一、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及其伦理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关于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问题，国外的相关讨论一直未停止。这些讨论既有来自这一技术领

域的权威专家，也有相关政府组织的官员，还有密切关注该技术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英国政府部门首

席医务官达姆·萨利·戴维斯（Dame Sally Davies）提出，在国际生命医学这个范围内，凡是改变细胞
核基因的行为在法律上都是被禁止的，这条基本原则理应坚守下去 [1]（P12）。爱德华·兰菲尔（Edward
Lanphier）联合其他学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关于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评论文章，建议暂时不
要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因为这种基因改变将对后代产生无法预测的影响。特别是该技术若

被某些动机不纯的人用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时，可能造出“黑暗超能力的婴儿”，人类将陷入技术不可



· 40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4 期

控的可怕局面 [2]（P623）。美国基因学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认为非常有必要对基因编辑技术
的应用喊“暂停”，因为该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的前提条件是：技术进一步成熟，安全性问题得以根本性解

决，相关规范的制定更完善 [3]。近期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乔治·戴利（George Daley）在《科学》杂志的
报道采访中提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还处在初期阶段，基因表达过程是如此的复杂，人类对它的认

识并不全面，对生殖细胞基因改造的实际应用为时尚早。即使未来技术发展成熟了，也需要进行伦理考

量，尤其是对“知情同意权”的维护，让技术接受者知晓这些基因改变将导致的可能危害。在美国，生殖

细胞基因编辑的研究虽然没有被禁止，但相关研究必须有政府的备案方可进行。在我国，生殖细胞基因

编辑研究的相关禁令不是很全面，且其实际操作性难度较大，国内关于灵长类动物基因编辑的研究经常

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国内基因编辑技术在迅速发展。2015 年，多名科学家在
《科学》杂志联合撰文指出，对利用 CRISPR/Cas9 技术操作人类基因组需要建立公开讨论的框架并给
予原则性的规范。因为该技术虽然在修改人类和非人类基因组上有着巨大的潜力，甚至有可能帮助人

类彻底治愈遗传疾病并“重塑生物圈”，但其应用后果也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福祉造成“未知威胁”[4]。2015
年 12 月，中、美、英三国科学家在华盛顿共同举办“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会议聚焦了人类基因编
辑研究进展相关的科学、医学、伦理和监管问题。2017 年 2 月，美国向全球发布研究报告《人类基因组
编辑：科学、伦理与管理》，该报告对该技术的未来发展和运用提供了系统性、原则性框架，具有积极意

义 [5]。2018 年 11 月，在香港召开了第二次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许多科学家及学者针对“贺建奎事
件”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及技术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可见，国际上对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几

乎是“一边倒”地持反对立场，并积极提出规约基因编辑技术的政策法规与监督体系。对于人类生殖细胞

基因编辑是否具有伦理正当性问题，学界及有关组织先后发布的林林总总的声明和报告就有 60 多份 [6]

（P115-125）。在这些声明和报告中，大多数都认为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应被“伦理地”拒斥，特别是在当前
技术尚不完全成熟的境况下，更应严格地被禁止和坚决进行抵制。少数国家如美国、英国、荷兰、西班牙

等国认为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应允许“有条件”地进行 [7]（P88-101）。不过这些国家如美国已为人类生殖
细胞基因编辑构建了相应的法律及伦理框架，以减少或应对其潜在的风险，特别是对残疾人个体产生的

严重负面影响 [8]（P289-305）。总之，国外学界非常重视对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引发的负面后果进行评估，
对可能产生的伦理风险表现出恐惧和不安的态度。

基因编辑虽然是定向改变基因，但仍然有其限制和风险，可能在改变基因序列的同时导致其它意

外。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及其它基因技术离不开生命伦理学的理性规约，但在国内，生殖细胞基因改造的

伦理管控在执行中并不严格，伦理法规也不全面详实，相关研究项目在申报和立项过程中并没有实实

在在地将伦理审查作为考察环节，最终项目验收时，也基本上没有从伦理维度进行考量。邱仁宗一直以

来关注人类遗传学研究及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并起草了相关伦理审查管理办法，提出应该允许将基因编

辑技术用于人体细胞的基因治疗，但目前应该禁止将该技术用于生殖系细胞的治疗，“基因增强”不宜考

虑，对非人生物的基因修饰也必须有所规范和管控 [9]（P1-7）。王国豫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生
物性风险及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风险，会造成严重后果，甚至使人类陷入难以拯救的危险境地，她认为

需要从“技术向度”出发，来消解其引发的风险 [10]（P69-74）。在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状态下，如何实现负
责任创新，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技术研发主体应本着对人类主体负责任的态度进行技术研发，应具

备对增强技术伦理风险进行一定预估的能力 [11]（P7-9）。
相较而言，国内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虽然也提出了自己的伦理风险担忧，但还是相对持一种技术

乐观主义的态度。目前国内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已在基因伦理学领域达

成总体上的共识：以消除疾病为目的的基因治疗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必须遵循治疗的基本伦理原

则和规范。从可预见性来看，生殖细胞的种系基因编辑目前是不能被完全接受的，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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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带来些许伦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人的生存本质等更严肃的哲学话题。可以说，基因编辑技术应

用于生殖细胞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超人类革命”，这场革命使人类陷入一种深度科技化的状态。它究竟会

引发哪些系统性的伦理问题，而这些伦理风险是否可控或如何最大限度地进行规避？这些议题的探讨不

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值得学界进一步深究。

二、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生殖细胞引发的伦理困境

当人类只是从自然界物质、能量、信息及其普遍规律来看待技术，用强化了自然属性的技术来解决

人本身及其组成的社会的各种文化矛盾和价值冲突，显然忽略了“技术—人—社会”之间相互纠缠的深
层次矛盾。归纳起来，将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存在的伦理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命个体遭遇安全风险

虽然 2012 年以来，中国相继出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等法规文件，对从事该技术的医疗
机构资质也做了相应的法律规定，但这些相关法规对生育“异常患儿”的高风险人群的界定却比较模糊，

而且生殖细胞的基因组编辑可能存在更广泛的用户范围。在实际实践中，对各地具备法定资质的机构实

施技术的权限没有详细的规定，因而造成医疗机构临床应用技术采取的标准并不统一，这可能使维持较

为安全的操作变得更困难，也难以为研究人员提供一种严格和负责任的方式，将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

从实验室带到诊所，从而增加了生命个体的安全风险。

当前通过基因编辑来消除疾病仍然存在很多技术方面的潜在安全风险。对生殖细胞中可能遗传的

疾病基因进行修饰，需要复杂的技术来确保配子中基因改造的存在及准确度，但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很

可能会无意中增加干扰或改变其他基因的可能性，引发基因突变。而且基因编辑的生殖细胞在之后的

发育中会受到遗传变异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复杂性会使预测基因改变对人类造成的有害效应更加

困难。这些无法预估的风险可能产生恶的副产品，对下一代造成无法预测的伤害。当前条件下，由于人

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仍处于研究阶段，应用于临床依然有很多技术难题要解决，而且临床试验阶段更

是因伦理问题被相关部门禁止，使得基因改造的准确度更加难以提高，更难确保接受基因编辑的生命个

体的安全。以贺建奎此次试验为例，该试验的关键步骤是删除胚胎细胞的 CCR5 基因。问题是，CCR5
对人体免疫细胞的功能保障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删除 CCR5，可能的后果就是受试者存在新的潜在风
险，比如更易遭受病毒的侵袭，诱发神经系统疾病和肿瘤等等 [12]（P1696）。而且，国人整体上无天然
CCR5 基因缺失，若受试者将来生下存在该基因缺陷的后代并融混到整个人类基因池，损害的将是整个
人类群体的基因安全性，造成不可估量的安全风险。

（二）生命尊严面临新挑战

生命尊严指的是附立在生命之上又超脱于生命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体现出人不仅仅是一个生

物体，而且是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思维属性的统一体；尊严基于生物学两性遗传的不确定性与差异

性形成了每个具体生命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形成了整个人类的完整性。任何试图祛除或改变个体独特

性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侵犯了人类的完整性 [13]（P103-107）。
由于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对生命进行筛选、编辑、修改，使得生命的进化过程俨然变成了一个技术选

择过程，并得以在实验室中完成，生命进化不再需要经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复杂的从低级到

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自然选择过程。尊重生命、爱护生命是生命伦理的最高准则。每个个体都是独

一无二的、由 23 对染色体编码遗传程序形成的自然生命，不同的编码程序造就了不同的生命特征 [14]

（P33），对自然生命进行人工改造的基因编辑行为给人类的生命尊严带来新的挑战。基因编辑技术使人
类存在的自然性受到威胁，且削弱了人类以完整性为基础的尊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学家伊桑·

韦斯（Ethan Weiss）的女儿鲁茜的基因中有一处“错误”，正是这处“错误”让她患有先天性白化病，视
力远不及常人。对于女儿的弱视，伊桑曾询问她是否希望在出生之前就去“纠正”这一错误的基因，鲁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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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父亲又问她有没有考虑过将来“以健康的名义”为自己的孩子编辑基因？鲁

茜再一次毫不犹豫地否决了 [15]。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父母对未出生的孩子进行细胞基因编

辑，是否应该考虑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命尊严？任何生命都是独立个体的存在，生命尊严就蕴含在生

命中，是人最基本的价值，是人之为人的固有属性，而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种固

有价值属性的挑战。

（三）生命价值被商业化

个体的唯一性和人格独立性是生命的独特价值，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初衷是确保健康生命的实现。

但是，一个未来生命的价值却较难衡量，需要遵循基本的生命伦理原则——“不伤害/有利”——来规避
生命价值的异化。但如果规则意识薄弱，则很容易在利益的驱使下，使生命价值变得商业化。当基因变

成某些人可控制的资源时，全球基因库或将被少数几个大公司控制，生命也转为了类似专利权的东西；

如果基因增强成为可能，生命形式可以为所欲为地被物质化和商业化，那么，生命所有的神圣性和内在

价值的终极信念将会被彻底摧垮。

在所有的生命体中，人具有最高价值，人本身就具有绝对的内在价值，这是由人的生命神圣性所决

定的。人还具有社会属性，存在社会生命价值，即对他人和社会的意义以及他人和社会对个体生命的意

义。因此，尊重生命的价值，既要求尊重自身的生命价值，也要关爱其他生命，也就是作为主客体的人

的生命都存在价值。从技术逻辑来看，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已经成为可能，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更是让

人们无法完全阻止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实践。也许在不久的未来，婴儿可以“定向设计”，被设计

出来的婴儿如同超市货架上的商品，按照品质进行价格排序，顾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和需求来精心挑

选。例如，美国亚伯拉罕生命中心是世界首家胚胎银行，它可以对婴儿的性别、肤色、身高等各方面实行

基因筛选进而进行全方位设计 [16]，这实际上是已经将生命的诞生置于一个基于技术与商业相结合的选

择平台，伦理逻辑已经全然置身事外，生命成为一种可供任意选择的商品。当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在

不断推进人类生命商业化，当生命变成纯粹的商品买卖，当生命的形成与诞生失去了神圣性，所谓生命

的内在价值亦已荡然无存。

（四）优势基因的发展畸形

所谓基因优化，目的是提高人口质量。问题是如何界定优势基因与劣势基因？进一步而言，经过基

因编辑而设计出来的婴儿，长大后会不会逐渐聚集形成新的基因优势群体？优势基因会不会带来新的社

会公平问题？这是不是一种新的优生学在发展？

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增强技术的广泛使用，带来的将是基因层面的一个社会阶层分化，并形成另

外一种形式的价值偏差。当基因成为一种身份标志，拥有优势基因的人在今后的社会竞争中确实能占有

各方面优势。这一信息的传导，对那些支付改良婴儿基因费用有困难的父母，或坚持自然生殖的父母，都

将造成较大的压力，他们的孩子也极有可能形成“基因自卑”。更可怕的是，人群也可能会分为基因改良

群体与未改良群体，两者之间将形成割裂甚至对立状态。“改良基因族”会占领高科技知识水平领域，“自

然繁殖族”也许只能获得初级技能，两者在教育水平、社会资源占有、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会出现极化现

象，导致矛盾日益激化，最终甚至分裂为两个物种。自然繁殖族仍会保持人类自然进化的基因序列，而

改良基因族可能会因严格挑选优势基因而发展为“超人类”[17]（P123）。辩证地看，改良基因族的基因优
势或许也会转为劣势，因为所谓的优良基因在一代又一代的发展过程中，或许会造成基因单一化的可怕

现象，而这对抵御未来环境的变化多端是极其不利的 [18]（P222）。优势基因库一旦建立，基因决定论会
进一步尘嚣直上。20 世纪初的德国优生学者曾宣扬，北欧人种为优秀种族，为防止其他种族的“污染”，
最后竟发展到对犹太族的极端迫害。事实上，无限夸大遗传对人的作用，已经有着沉重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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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伦理问题的消解

对于上述情形，可以通过更迭伦理观念，重新抉择伦理价值顺序，将相关伦理规范法制化，强化科

研共同体道德责任培育，对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产生的伦理风险进行消解，让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

真正实现造福于人类的价值目标。

（一）伦理观念的更迭

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属于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一种。与传统增强不同，它着眼于对人类基础生

命物质的修改，是一种技术轨道的质的跃迁。已有的传统伦理观念无法为这类新技术提供合理的伦理辩

护，需要伦理观念的动态发展，否则将陷入尴尬的伦理困境中 [19]（P476-477）。在传统基因增强技术的
使用中，技术作用的对象往往就是“眼前人”、当代人；但像生殖细胞基因编辑这类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它

作用的对象看上去依旧是“眼前人”、当代人，但其影响的绝不仅仅是技术的直接受体，而是其后代，甚至

关涉整个人类的未来。之前，伦理主体主要是个体，更多针对的是个体的行为方式。现在，技术的社会化

已经将个体行为组合成互动的有机整体，人的伦理行为表征为一种制度行为，这意味着需要组织系统及

一定社会建制的支持。因此，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生殖细胞的行为需要特定的社会成员促成其体

制化发展，实现从技术的研发、商业化等诸多环节的一体化的社会建制认同。

传统伦理行为主要是个人自律行为，注重个体是否遵循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随着技术社会化

程度的提高，技术的发展结构在发生变化，研究机制变得更加复杂化 [20]（P190-193）。一项技术应用几
乎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强化技术应用的攸关方的伦理责任不容忽视。这样一来，伦理主体就不是传

统的一个人，往往是一群人，甚至是一群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迥异的人。正因如此，在新兴增强技术的

创新合作中，应注重超越于个体价值的合作伦理。从空间维度上讲，现代技术风险往往是全球性的，因

而技术领域的伦理道德理念也不能是个体性而必须是整体性或总体性的。这种整体理念要求基因编辑

技术创新的相关方超越时间空间限制，履行保护人类整体的伦理义务。

（二）价值顺序的抉择

人既是价值的主体，又是价值的客体，他们确定事物是有价值的，并确定事物对某人有价值。可以

说，价值抉择的关键变量就是人本身。价值以人的存在来度量，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生殖细胞的价

值存在同样与人息息相关。问题是，价值是一个多元系统，也是一个层级系统。对一个具体事件，人总是

要对其产生或形成的价值顺序进行必要的抉择。以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生殖细胞而言，假设人的

“完善”是一种价值，我们要斟酌的是其中各种不同价值对人类的影响程度及影响范围。在进行价值抉择

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各种价值总是相互排斥但又彼此混合，如何抉择出最优的价值顺序，形成

最佳的价值组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基于此，在判定是否应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的是：过度看重价值序

列中的外在价值或当前价值容易导致把一切东西和一切人都看作产生某种别的东西的工具的危险 [21]

（P11）。我们更应该注重长远的或永久的价值而不是短暂的或暂时的价值，也要更多关注人在与基因编
辑技术耦合过程中隐含的某些敏感的内在价值，认识到经过人文思考而选择的价值应优于那些基于工

具理性而产生的被动接受的价值。我们也许并不需要彻底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念，但是应仔细思索其他的

价值建议，以批判的眼光审查价值的内在特征、可持续性及可能具有的实践意义。从已经公布的调查结

果来看，贺建奎所做的基因操作给被基因编辑的孩子们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且这一过程中所付出的代

价却是无法预测的遗传疾病风险，因此这一事件从头到尾体现的是一种价值抉择的“得不偿失”。而且，

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能通过逻辑在“事实和价值”“是和应该”之间架起桥梁，而只能通过审慎的价值抉

择形成责任伦理，成为“负责的自我”。因此，依照社会共识的价值理论，使社会成员全面理解将基因编辑

技术应用于人类生殖细胞的价值内涵，社会成员对该技术应用的理解和受尊重的程度，国家对基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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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包容的界限，都是基因编辑技术良性发展过程中进行价值抉择的必要因素。

（三）伦理规范的法制化

对于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目前在法律上似乎没有明晰界定，这造成了医疗行为与非医疗行为的

边界模糊，尤其是在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等方面。在基因编辑领域，目前呈现出的科研与医疗的“混

杂”，与相关法律的缺位和滞后不无关系。法律是社会的必备特征，一般而言都是建设性的。当然，法律

所奉行的普遍主义可能不一定完全适应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每一个特殊案例，毕竟，“行为之正当

性，可能取决于境遇”[22]（P18）。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情况太过复杂，不允许完全不考虑当时的特
殊情况而盲目地坚持普遍化原则。对生命伦理学规定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等，我

们固然要将其视为箴言，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些伦理规范在进一步成熟以后非常有必要上升到法律层

面 [23]（P114）。有必要指出的是，相关法律的制定迫在眉睫，但出台后能真正实施好，更是重中之重。政
府是现代技术风险治理主体的核心，其影响力与强制力在技术风险治理中的作用无可替代。政府作为主

体应该在立法层面上考虑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管理，更有效地维护该领域的公平正义，从制度设计、标准

确立、监管执行等方面发挥政策法规的引导作用。在法规层面加强基因编辑领域的行业准入建设，严格

资质审查制度，明确操作标准规定。

（四）科研共同体道德责任的培育

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复杂性、系统性、不确定性特征，决定了在该领域中，若只依靠科研个体

的道德选择而不致力于形成科研共同体共同的伦理底线的话，未来可预期的伦理风险会愈发严重。承担

道德责任是道德主体的内在品质，德行具有自律性，培育科研共同体的道德责任意识将成为伦理规范的

有益补充。我们无法只依靠立法者的明智和伦理规范的劝导对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做出

适当的抉择，还需要对这一科研共同体进行道德培育作为内在支撑。通过这种培育使科研共同体明晰权

利和义务的界限，在此基础上成为负责任创新的践行者，并在实践中获得道德上的激励。毕竟，若没有

制度性规范，只依靠道德框架去约束科学共同体以道德的方式践行伦理约定，其伦理底线会一而再再而

三地遭到贬损，从而增加基因编辑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伦理上的可接受性是基因编辑技术进展程度的

可行性基础，在技术从研发到应用的全过程中，科研共同体基于道德责任必须遵守安全有效、道德底线、

知情同意、信息保密、公平可及等原则，唯有如此，才能为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和未来出现冲突提供伦理

出路。从广义上而言，社会公众也应作为科研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社会公众已经成为基因编辑

技术研发和使用的实实在在的道德攸关方。于是，广义上的科研共同体的道德责任培育还应聚焦到社会

公众层面，在技术与公众之间搭建一个可以充分交流的平台，以改善基因编辑领域道德认知水平的差异

性与不对称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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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Issues and Resolutions in Gene Editing of Human Germ-cells

Yi Xianfei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Gene editing of germ-cells leads to weakening of natural attributes of human life and enhance-
ment of “technology-society” attributes. The debate about ethical legitimacy of germ-cells is continuing. The
ethical risk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individuals may undergo safety risks, as gene editing
of germ-cells may pose an inestimable risk to the genetic safety of the entire human population. Second, the
selection, editing and modification of life by gene editing turns the evolution of life into a “technological se-
lection process”. This “artificial transformation” poses a new challenge to the dignity of human life. Third, the
convergence of technology and capital makes germ-cell gene editing play a disgraceful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life. The extensive use of gene editing in germ-cells will bring about a “social class” at
the genetic level, resulting in a new “eugenics” and another form of “value deviation”. The issues mentioned
above can be resolved by changing the ethical concepts, re-choosing the value order, legalizing the relevant
ethical nor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ommunity.

Key words human germ-cells gene editing; CRISPR/Cas9; gene editing baby experiments; ethical risk;
mor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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